
 

贫困与城市性的纠偏

姚 尚 建

摘    要    人民性是城市性的核心价值，贫困影响着城市的健康发展，也对城市性的自我纠正机制提出要

求。从历史的角度看，城市演化对于资本与权力的双重依赖，既制约了城市总体目标的实现，也压缩了个体

选择的空间，更背叛了城市性的内在价值。在城市演化的进程中，一些城市居民深陷贫困，这些贫困的发生

表面上是个人选择与城市政策的失当，本质是城市变迁对于城市性的反动。城市贫困说明，只要城乡、族

群、阶级不平等依然存在，城市就一定会同时存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城市反贫困的正当性在于城市性纠

偏机制的激发，以人民性引导城市性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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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雅典到佛罗伦萨，城市有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与古典城市不同，11 世纪以来的城市复兴建立在商

业繁荣之上，并表现为市民社会的崛起与帝国的衰退。国家、资本与社会的关系权变说明城市不仅仅是某

一种力量的结果。从地理空间到社会空间，城市最终体现为人类生活的场所，城市生活则体现为城市性的

实现过程。从正义之城、胜利之城到人民之城，城市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内在属性和外部特征，这种内在

的、自我纠正的属性形成了“城市性”（Urbanism）。①对于整体来说，城市并不体现一种无区分的简单

一致的空间形态；对于个体来说，城市并不表现为一种远离疾苦的生活想象。随着人民性的导入，城市性

逐渐失去原先中立立场，并具有了引导城市发展的正向功能。而作为对于城市性的反动，绝对贫困与相对

贫困一道，同时伴随着城市发展的全过程。 

一、城市贫困的多维演绎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判断，既然人们进入城市是为了更好地生活，那么城市一定意味着对落后乡村生活

的超越。然而即使从最朴素的经验主义角度观测，这样的城市并不存在，城市从来就不必然是一种落后生

活的清除者，在城市之中，仍然存在着饥饿、疾病，依然存在着居无定所与衣不蔽体的人群。从方法论的

角度，阿玛蒂亚·森等人讨论了经济学关于不平等的两种测量方法：通过收入变量进行统计上的分析测量

以描述客观意义上的不平等；从社会规范的角度提出不平等的测量指标。②森的分类其实从两个方面分析

了贫困的演化路径：经济学的演绎和社会学的演绎。

 

①姚尚建：《“人民”的城市及其指向−城市性概念的初步检讨》，《浙江学刊》2020 年第 1 期。

②阿玛蒂亚·森、詹姆斯·福斯特：《论经济不平等》，王利文、于占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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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城市贫困的经济学演绎。应该看到的是，贫困的概念是充满争议的，森承认，贫困的度量可以

分为两个步骤：贫困的识别和贫困人口特征的加总。①一般认为，贫困意味着物质的匮乏，森也不回避这

一共识。在他看来，把基本或最低必需品作为识别贫困的标准无疑是有意义的，有趣的是，森认为这种生

物学的方法之所以可以部分接受，因为其揭示了贫困的核心问题−饥饿。这一核心问题使得贫困研究始

终不能摆脱人的生物性需求。诚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一系列社会问题掩盖了这一核心命题的演绎，然而

只要贫困出现，饥饿作为潜在的核心问题必然浮现。

从贫困形成的原因看，可能包括社会政策的缺失、家庭内部环境的变化、自然环境的影响、市场经济

收入分配的不均等。②这些自然、制度乃至家庭环境的变化都可能引发贫困。虽然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绝对

贫困逐步进入相对比较的讨论框架，但是物质的匮乏是最为直观的贫困现象，也是贫困识别的最直接的切

入点。从饥饿这一生物性框架出发，为了避免绝望、死亡，人们不惜破坏既有的社会秩序，陷入最为原始

的食物争夺，这种争夺一定会溢出国家的边界，继而从一个生物性的话题演变为全球的社会性问题。

其次，城市贫困的社会学演绎。在对贫困的概念进行分析时，森在《贫困与饥荒》中引用了雷恩的观

点：“绝不能让人们贫困到被迫犯罪或危害社会的地步。按照这种贫困观，贫困不仅是穷人的不幸和苦

难，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导致了社会不安并增加了社会成本。之所以存在贫困问题，是因为低收入者会为

高收入者带来麻烦。”③在对这一提法进行反思时，森回顾了贫困概念及其研究的生态学方法、不平等方

法等。森认为，这些方法都有不足，相对贫困的提法不过是绝对贫困方法的补充，而不平等与贫困是截然

不同的概念。

作为经济学家，森的分析框架无法简单地把不平等与贫困联系起来。森认识到，从饥饿到饥荒是一种

社会化演绎的结果。森在其后的《论经济不平等》中部分修正并阐释了他对于不平等的理解，即福利经济

学并不关心诸如收入分配的判断，它一般关心竞争性均衡和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④因此，森承认脱离

了分配方案的、以帕累托最优为基础的现代福利经济学，事实上并不适合研究不平等问题。

再次，城市贫困的多维演绎。如果说经济学的视角解释了绝对贫困，那么社会学的视角则分析了相对

贫困。从人类史的角度，贫困是属人的现象，只要人类存在，贫困就不会消失。⑤由于城市是人类聚居之

处所，贫困也必然长期存在，并深化我们对于城市治理的理解。自阿玛蒂亚·森以后，学术界对于贫困的

理解日益多元，人文地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相继介入这一主题的研究，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从物质匮

乏到能力不足，城市贫困的研究迅速推进，并逐渐深入到了城市社会的空间规划、行动选择、政策网络甚

至意识形态。

事实上针对贫困问题，目前起码有三种研究方法：从不平等的社会政策入手加以分析的结构解释、从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切入研究的文化路径、从社会排斥入手进行的挤出过程分析。⑥所有的这些研究都是互

相交织的。仅仅以城市贫民窟为例，在世界范围，贫民窟的问题早已溢出了地理空间的限制，“当城市理

论家使用隔离和郊区化讨论中产阶级、白人及其行为对住房市场产生的隔离性的力量时，这些驱动性因素

也包括引导这些行为的政治经济力量，与郊区化过程同时进行的是还有一个其他居民区的边缘化和贫民区

化过程”。⑦因此，从街区破败到贫困文化，从种族歧视到社会排斥，城市贫困的研究日益深入。

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后发国家，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一直被看作一种农

村现象。1992 年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国减少贫困战略》估算，中国 1980 年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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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约 2 亿人；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为 2% 左右，约 400 万人。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

取得了重大成就，1949 年，中国的城市只有 132 座②，2019 年底，这一数字已经增加到 684 座，近 60%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城市贫困日益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而贫困的

演绎也在不同的中国城市有所体现。 

二、贫困生产对于城市性的否定

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性》一书中，路易斯·沃斯清晰指出了城市出现的新的特征，即个人、

社会和组织的特征源自城市的规模、密度和社会异质性，同时，“他把城市描绘成一个不舒适的、异化的

和存在社会性断裂的所在”。④事实上，这种描绘不过指向城市发展的两种场景：繁荣与贫困的机制共

生、胜利与衰败的路径契合。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重要理念。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

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

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⑤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视野，城市性被赋予了新的内

容−人民性。就城市性的“人民性”内核而言，贫困形成了对于城市性的反动，这种反动通过社会秩

序、社会结构与社会运行的瓦解而完成。

首先，城市匿名、货币作用对于社会秩序的反动。进入城市之后，人的流动改变了基于熟人认知的社

会秩序，齐美尔用陌生人来形容城市生活中人们之间的距离感：“在小城市里人人都几乎认识他所遇到的

每一个人，而且跟每一个人都有积极的关系。在大城市里，如果跟如此众多的人的不断表面接触中都要像

小城市里的人那样作出内心反应，那么他除非要会分身术，否则将陷于完全不可设想的心理状态。这种心

理状态，或者说我们面对在短暂的接触中瞬息即逝的大城市生活特点所拥有的怀疑权利，迫使我们矜持起

来，于是，我们跟多年的老邻居往往也互不相见，互不认识，往往让小城市里的人认为我们冷漠，毫无

感情。”⑥

大城市中的陌生人构成现代城市中的社会主体，也注定了这些陌生人构建的城市有其内在的结构性危

机。即当基于熟人社会的网络遭遇城市制度、货币等压力时，个体必须单独予以防卫，就如同其对陌生人

的防范一样。齐美尔关注到了货币的力量，他看到，货币使个人从集体中脱离出来，又根据货币的交换逻

辑重新组合起来。“货币不但使个体更为独立不羁地脱离了与整个群体的关系，它还使这种明确的聚合内

容及其成员与群体的关系经历了一番全新的分化过程。中世纪的行业协会囊括了一个人全部的生活：裁缝

行会绝不单单只是有兴趣做衣服的人的单纯联合，而是聚合了技术的、社会的、宗教的、政治的以及其他

诸多方面的生活共同体。”⑦

资本使个体完成了独立，但是这种现代性的特征也有可能被资本反噬。沃斯看到，企业是没有灵魂

的，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城市秩序一定会受到资本的深刻影响。“城市人际关系的割裂与功利性在制度上

表现为在各种职业中极大发展的专业分工。如果没有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的制约，金钱关系带来的掠夺关

系将妨碍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⑧齐美尔认为，资本控制下的社会秩序本质上是一种鼓励互相占有的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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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对于城市来说，这种力量推进了大城市的增长；对于个体来说，一旦个体陷入贫困，就很难通过社会

秩序完成自我救济。这一判断也从另外一个角度适用于中国的城市贫困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城市中国有

职工比重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中心城区的贫困发生率，其中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事业单位

职工，由于工作岗位和福利相对稳定，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较低，因而国有职工比重越高的城区，贫困发生

率越低。①也就是说，国家结构在一定时期有助于抵制资本对于城市秩序的破坏。

其次，城市的不平等运行以及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危机。即使国家结构可以在短期内化解资本对于社会

结构的侵蚀，但是从城市史的角度，国家的角色仍然可能形成新的不平等。沃斯认为，城市性可以从三个

相互关联的视角加以考察：“（1）作为包括人口、技术与社会生态秩序的实体结构；（2）作为一种包含

某种特殊的社会结构、一系列社会制度和一种典型的社会关系模式的社会组织系统；（3）作为一套态度和

观念和众多以典型的集体行为方式出现并受制于社会控制的特殊机制的个性。”②在这一框架中，从个体

到群体，从系统到观念，城市人口是社会运行的核心变量。同时，在城市运行中，一旦人口之间出现了差

异或者严重的贫困现象，那么这一运行结构、运行系统及其个性就会受到影响。

卢梭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经过了三个阶段：法律和个人财产权的建立、行政官的设置、合法权力

的专制化，三个阶段分别认可了富人与穷人的地位、强者与弱者的地位、主人与奴隶的地位。③同样，中

世纪以来的欧洲城市的复兴论证了这三个阶段的历史事实：资本促进了城市的独立，而城市权力又一度落

入了寡头之中，主仆、师徒关系形成了行会的基本结构。在国家的掩护下，以自由名义崛起的城市资本逐

步抽离了市民的自由选择，统一后的封建国家逐步收回了自治市的特许状。更重要的是，当国家拥抱市民

社会、城市行业工会走向式微之后，普通市民尤其是底层市民将不得不依赖国家的力量，城市社会的弹性

将逐渐丧失。人文地理学进一步从贫困空间的角度解释了城市的增长与贫困的蔓延，研究表明，从

2008 到 2013 年，中国城市贫困的分布存在波动，2013 年，在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城市，中心贫困增长型

城市占比（41.7%）明显高于中部（21.5%）和西部（39.05%）。④越是经济发达的区域，由于房价等因素

的约束，相对贫困的个体越无力改变自身的居住与生活条件，越有利于形成相对贫困与中心塌陷。

再次，城市贫困的深化与家庭抗逆能力的匮乏。从卢梭的逻辑出发，在城市中，财产权的确立是社会

秩序的前提，那么考察城市贫困，仍然需要从城市个体的财产入手加以分析。在城市系统中，个体拥有两

种组织的身份，一种是城市部门的雇员，另一种是城市家庭的成员，因此在分析城市贫困的时候，需要从

这两个层次进行。从家庭收入差距的角度，2000 年的法国数据表明，法国 10% 的家庭月收入低于 790 欧

元，另外 10% 家庭的月收入高于 4090 欧元，最富有的 5% 家庭月收入在 5100 欧元以上。⑤研究还表明，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加大的近一半原因，源自同一家庭收入关联性的加

大，即高收入者更偏好与同样的高收入者结婚。⑥因此，工资收入与家庭收入密切关联，低收入的家庭一

定涉及较低工资与较低的退休金，乃至较低的社会保障。

低收入的雇员进入低收入的家庭，一群低收入家庭组成了低收入的街区，低收入的街区意味着低质量

的城市服务。世界经验表明，一旦个体陷入贫困，家庭也迅速陷入贫困，他们只能寻找更为廉价的住房，

一旦贫困街区形成，城市贫困就启动了内部循环并逐渐加深。关于不平等的经济学试图揭示贫困的代际继

承，即为何父母资本的匮乏，会剥夺下一代按才能投资的可能性？⑦政治学关心的是，资本何以具备这样

的能力，剥夺新的一代城市居民居住城市的权利？按照卢梭的逻辑，一旦国家权力也深度依赖资本，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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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解决城市贫困的政策工具也将遭遇资本的阻截，难以实现城市收入的二次分配；从城市性的资本属性

的角度看，一旦城市过度依赖资本，那么城市其他诸如繁荣、发展等表现就会有所限制。人文地理学进一

步从贫困空间的角度解释了城市的增长与贫困的蔓延，研究表明，从 2008 到 2013 年，中国城市贫困的分

布存在波动，2013 年，在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城市，中心贫困增长型城市占比（41.7%）明显高于中部

 （21.5%）和西部（39.05%）。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可能有助于城市绝对贫困的解决，但是同时助长了

相对贫困的发生。 

三、城市性的扭曲：不平等与贫困的转移

立足城市性的内在逻辑，中世纪意大利的城市之所以成为现代城市史的起源，正在于其对国家单一依

赖的克服。克服了国家属性的城市性融入了社会自治的内容：古典国家的城市毁灭了，近代贸易驱动的城

市崛起，寡头政治在中世纪的城市逐步形成，并再次被国家吞噬。但是重新进入国家的城市已经不同于古

典城邦，在国家的框架之内，在资本之外，建立在商业新传统之上的契约精神开始进入社会力量中，形成

了足以抵抗国家与资本的第三种力量，也正是三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形成了内在的纠正机制。但是在特定时

期的特定城市，这种纠偏机制并不能始终发挥作用，城市贫困就是这种纠偏机制被扭曲的部分结果。

首先，城市的资本属性对于纠偏机制的扭曲。1898 年，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

的和平道路》出版，1902 年再版更名为《明日的田园城市》，在新版中，该书删减了“无贫民窟无烟尘的

城市”等图解，1985 年第六版又恢复了“无贫民窟无烟尘的城市”等内容。今天，我们已无从考察这种变

化背后的真正意图，但是一种可能合理的解释是，这种变迁的背后与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问题密切相关。

回到霍华德的时代，城市贫困现象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日益激发了众多学者的反思。恩格斯

描写过这一时期的城市贫困现象：“一个老的文明国家像这样从工场手工业和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并且

这个过渡还由于情况极其顺利而加速的时期，多半也就是‘住宅短缺’的时期。一方面，大批农村工人突

然被吸引到发展为工业中心的大城市里来；另一方面，这些老城市的布局已经不适合新的大工业的条件和

与此相应的交通；街道在加宽，新的街道在开辟，铁路穿过市内。正当工人成群涌入城市的时候，工人住

房却在大批拆除。于是就突然出现了工人以及以工人为主顾的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的住宅短缺。”②因

此，城市一方面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却通过城市建设来驱赶产业工人。

对于恩格斯提出的工人住房短缺等困难，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把大

批伦敦居民迁往农村是经济合理的。这对迁出的人和留下的人都有好处……15 万以上的服装制造业工人绝

大多数收入极低，而且违反一切经济常规，在地租很高的地方工作。”③通过霍华德的引用，我们不难看

出在 1884 年发表的这篇文章中典型的经济学思维路径，即把地租看作调整城乡结构的支点。这一观点的悖

论在于，如果大量的工厂搬迁到地租价的郊区土地，那么郊区很快就会实现城市化，发生在伦敦、曼彻斯

特的住房困难同样会出现在未来的工厂区，因此这种仅仅把城市视为经济中心的思路事实上无助于城市纠

偏机制的运行。

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城市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盲目推进去工业化路径，从而把所谓低端

的制造业驱赶出中心城市。殊不知，这些工厂的年轻人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当年轻人远离中心城区后，

城市的活力日益下降。而活力下降的中心城区由于维系了高昂的地租，因此陷入无法更新的困境，一些居

住千万“豪宅”却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城市居民成为城市政府需要直面的群体。

其次，城市的政治属性对于纠偏机制的扭曲。城市史早已证明，城市发展无法离开国家的角色，城市

归根到底是国家的城市。作为地方政府的城市权力隶属于国家权力，城市治理也必须服从国家治理。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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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其内在的悖论，从国家权力看，国家既是自由的捍卫者，也是自由的潜在剥夺者。放眼西方城市

史，自治市的建立得益于国家的权力让渡，国家完成了政治统一后，在国家统治者那里，一个自治的城市

无异于一个分裂的国家。自治市回到国家怀抱的时候，同时意味着社会自治向国家权力的部分屈服。

除了历史上对于城市自治的剥夺，政治对于城市机制的扭曲还体现在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上，1962 年

至 1974 年，瑞典的城市从 2498 锐减到 278 个，从 1956 年至 1967 年，挪威的城市由 744 减少到 433 个，

森施托克把美国城市合并类型划分为立法主导、公众主导、城市主导、司法主导、半立法或行政主导等类

型①，也就是说，在城市合并中，州议会、州司法机关、城市政府等都不同程度行使了政治权力。在中

国，不同的城市存在行政级别的差异，其中县为最低一级。由于普遍实行市管县体制，城市合并往往取决

于县级以上的城市合并意愿，同时由于县以上的行政区划调整是中央事权，因此在地方政治意图之后，城

市合并必然涉及国家的政治意图。1985−2018 年末，中国大陆发生超过 360 例撤县（市）设区，涉及逾三

分之二地级政区与十分之一的县级政区。②

政治权力不仅仅影响着城市的地理尺度，甚至影响着城市的具体形象。芒福德曾尖锐批判巴洛克城市

的结构性缺陷：“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这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

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③取悦权力的城市心甘情愿地毁掉了自己的自治结构，城市

运行机制也将自觉服从国家的权力需要而非自身的规律，并继续压缩自身的纠偏能力。

再次，城市性纠偏机制的技术边界。芒福德曾用巨型机器形容国家：“当我使用‘机器体系’这个词

时，那是作为一种缩写，指整个技术综合体，或技术体系。这涵盖了工业取得的或新技术所隐含的所有的

知识、技能、技巧等，它包括各种形式的工具、仪器、设备、使用设施等，当然也包括通常意义下的机

器。”④对于城市来说，城市运行同样是知识、技能、技巧的适用过程。城市是国家机器运行的组成部

分，而日益增长的城市规模，也深刻影响着国家机器的运行质量。

事实上，城市机器的运行背后，是多种要素的介入。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权力与资本等要素的结盟，

就深刻影响着城市的运行，其中以欧斯曼治下的巴黎为甚。“现代大城市的扩展，使城内某些地区特别是

市中心的地皮价值人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来。原先建筑在这些地皮上的房屋，不但没有这样提高

价值，反而降低了价值，因为这种房屋同改变了的环境已经不相称；它们被拆除，改建成别的房屋。市中

心的工人住房首先就遇到这种情形，因为这些住房的房租，甚至在住户挤得极满的时候，也决不能超出或

者最多也只能极缓慢地超出一定的最高额。”⑤地皮价值的增加，给城市资本家带来了收益，也给城市贫

困的治理增加了难度。直至今天，一些城市政治家仍然沿袭欧斯曼市长的政策思路，把城市贫民搬迁出中

心城区，从而实现贫困的迁移而非贫困的治理。

城市尺度与城市机器密切相关，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城市合并的效果需要评估。在城市化进程中，

越来越多的自治市合并为大城市，大城市组合为大都市区，在多中心主义者看来，城市乃至行政机构的合

并提升了效率，也减少了公众选择的机会。从治理规模看，合并后的城市不仅要解决自身的问题，还要解

决原来属于其他城市的问题，当这些问题无法消解时，当独立的城市纠偏机制失灵后，拥有审批权的政府

机构将不得不吞下城市无度合并的恶果；从治理能力看，这种组合既意味着治理尺度的扩张，也意味着城

市机器的重组和城市弹性的逐步消失。曾经屡见报端的“赶农民上楼”现象就充分说明，城市扩张是一个

系统过程，无度的市民化既剥夺了农民乡村生活的机会，也给城市社会保障政策带来压力。在中国，巨型

城市治理同样需要借助于技术工具的更新，一旦城市扩张超过了城市治理的技术限度，就可能引发一些城

市问题甚至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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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性的再激发：抗逆机制的运作与贫困的消解

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的城市性始终聚焦于城市与公共生活的持续发展，今天的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生活

在城市之中，中国也是在最近五年赶上了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并成为世界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者，

在这一背景下对于城市性的反思，也意味着对于多数人的公共生活的理解。2020 年，中国在农村实现了消

灭绝对贫困这一战略目标，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夯实农村脱贫成果的同时，中国贫困治理也

要逐步实现农村到城市的转场，而城市性内在的抗逆机制的运作成为城市贫困消除的可能路径。

首先，空间抗逆机制的运作。从直观的角度，城市表现为特定的空间形态，这种形态既体现在城乡关

系上，也表现在城市内部布局。在对城市进行空间分类的时候，一些城市政府无视街区社会资本良好运行

的基本现实，简单地从经济收入的分析框架来测量城市的贫困，这一思维方式往往混淆了低收入与贫困的

区别，从而把大量的低收入区划定为“贫民区”或“贫民窟”，并把城市反贫困理解为特定低收入区域的

地理空间更新，这种引发全球多地抗议的城市更新肢解了大量社会网络发达的街区，把大量的内城区居民

迁往就业机会匮乏、医疗条件不足的城市其他低地租区域，从而损害了这些低收入居民的利益，事实上也

无法解决城市贫困问题。

简·雅各布斯指出：“城市完全是一个有着具体形状和活动的地方。我们在理解城市的行为和了解有

关城市的有用信息时，应该观察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进行虚无缥缈的遐想。”①同样在《明日的田园

城市》译序中，金经元也强调：“城市这个有机体和人一样，真正的风貌在于内在素质的反映，浓妆艳抹

于事无补，只能进一步揭示自身的内心世界。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城市。要创造什么样的社

会，就要建设什么样的城市。”②进一步讲，在城市反贫困过程中，要摒弃简单地把城市空间理解为地理

空间的规划主义思维，城市的空间形成蕴含着社会交往、邻里守望等等社会空间的规定性，正是这种规定

性，赋予了这些低收入街区集体反贫困的社会价值。雅各布斯早已发现，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有着根本性

的差异，一些美国城市中心广场之所以门可罗雀，是因为这些广场“就像所有的街区公园一样，它是周边

环境的产物，是街区周围的环境以及它的行为方式给公园带来了相互间的支持，或拆台”。③同样，城市

街区也是彼此相连的，其内在的价值联系不能被轻易割断，当一个街区被定义为贫民窟时，事实上这个街

区的所有群体已经被城市所抛弃。中国的城市更新要防范这一趋势，要关注街区的社会资本建设而非仅只

是地理空间建设；关注城市社区微更新而非彻底的搬迁，从而留住城市的社会脉络，为城市反贫困提供社

会支持。

其次，群体抗逆机制的运作。社会空间的保留为社区行动提供了可能。在约翰·瑞奈·肖特看来，城

市政治长期存在着三种基本话语：专制的城市、由特定宇宙观主导的城市和集体的城市。④事实上，中世

纪以后，这三种分类方法日益压缩为两种，即城市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二分法。在今天的研究中，用基于权

力还是基于公民权益来划分东方城市和西方城市的方法已经过时⑤，但是二分法对于城市公民意识的主张

已经深入人心。也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在讨论何谓城市的伟大时，波特若自问自答：“城市被认为是人

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饶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

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⑥因此，波特若从两个方面揭示了城市伟大的条件：

市民的数量及其对于城市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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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经元看来，霍华德“关心的不是迎合权势者的私欲，也不是解决城市的某些局部问题，而是城市

发展的大方向−依靠城市基本活力之所在−广大劳动人民”。①人民及其对城市的控制，论证了城市

发展的目标。但是在很多城市中，并不存在这样友好的制度，相反，“移民们到达城市后，遇上的是一个

充满敌意的世界……但针对移民们的最大敌意来自于法律制度。最初，法律制度能够轻易地把他们吸收进

来，或者不加理会，因为到城市里来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几乎不可能会破坏现有秩序。不过，随着移

民数量的增加，法律制度无法再保持无动于衷；新到的移民们发现自己被排斥在合法建立起来的社会和经

济活动之外。他们很难得到住房，也无法进入正规的商业领域或找到合法的工作”。②当移民被剥夺工作

与生活机会时，进入城市意味着贫困的开始，而城市被划分为新旧移民，则意味着作为基于人民性的、整

体的城市社会网络的割裂。

因此，贫困群体的抗逆机制的达成，意味着城市不能以时间、资格来区分民众，意味着集体性权利与

群体性城市机会的获取。从社会问题的普遍性角度，城市贫困是城市化进程中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从国家的角度，贫困是一个需要动用国家力量方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从地方政府的角度，要求城市政府

从宏观的政策角度来化解城市进入的门槛。

再次，个体抗逆机制的运作。城市是人们聚居之所，也是每一个城市个体生存之所。对于每个个体来

说，“城市一定要增长，但是其增长要遵循如下原则−这种增长将不降低或破坏，而是永远有助于提高

城市的社会机遇、美丽和方便”。③但是大量的城市贫困案例表明，一个个贫困的个体早在他们被城市抛

弃之前就失去了城市管理、参与及控制的权利。城市政府在对城市贫困群体进行救助时，往往以物质层面

的最低保障来维护城市个体的生命权，而无法捍卫其重返城市生活的权利。事实上，在城市政府的物质救

助中，无论是那种维持在最低生活限度的政策供给还是较高的福利供给都很难形成城市贫困的抗逆机制。

研究表明，约翰逊政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开启向结构性贫困宣战的改革，30 年间总共花了 54000 亿美元，

按照 1993 年的统计，美国每户家庭需要为支持扶贫年纳税 3400 美元，由于扶贫政策没有把低收入的劳动

者同依赖福利为生者加以区分，从而导致美国的贫困率不降反升。④因此，在群体抗逆机制形成之后，贫

困治理还需要建立稳定的个体抗逆机制。

 “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往往存在长期的代际自我复制，因此机会和权力不平等对发展带来的负面

影响，其伤害性更大。”⑤2006 年《世界发展报告》基于公平的机会和避免绝对机会的剥夺两大原则的调

查发现，个体的出生环境和群体身份及其初始环境将对机会不平等形成影响。⑥可以看出，前者体现为起

点的不平等，后者体现为过程的不平等，因此个体性的抗逆机制需要从机会平等入手才能形成。也正是基

于机会平等的角度，1964 年，美国通过了第一部反贫困立法，即《经济机会法》，通过向少数民族和贫民

提供就业和教育机会以解决处于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贫困问题。201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农

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提出加强法制化建设。加快扶贫立法，使扶贫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

轨道。⑦这一判断为中国国家层面的反贫困机制的建立确定了法制基础，也在农村贫困消除之后，为包括

城市居民在内的个体全过程摆脱贫困陷阱提供了制度保障。

 “城市化不再仅仅意味着是人们被吸引到一个叫城市的地方、被纳入到城市生活体系之中的过程。城

市化也指与城市发展有关的生活方式的鲜明特征不断增强的过程。”⑧城市性与人民性并不冲突，人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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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于城市性的内涵之中，并不停重构人们的生活场景，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城市发展与治理带来持久性的

动力。而作为一种匮乏与机会的剥夺，贫困将损害这一动力的运作机制，损害人类生活的基本趋势。因

此，城市发展需要从人民城市的理念入手，以人民作为尺度，以人民作为反贫困的政策起点。在这一框架

下，正视贫困生成的机理，并从城市权利实现的端口开始，从社会资本的维系入手，激发城市性的纠偏机

制，逐步实现国家宏观城市制度、城市准入政策与个体城市意愿的合一，重塑城市一以贯之的神圣、安全

与繁荣。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特大城市贫困治理研究”（19BZZ085）的阶段性

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Poverty and the Rectification of Urbanism
YAO Shangjian

Abstract:   Poverty  overturns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cities  and  the  inherent  regulations  of  urbanism.

Whether the city is the result of inequality or the reason for inequality is testing the urban self-rectification

mechanism.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dual dependence of urban evolution on capital and power not

only restrict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verall goal of the city, but also reduces the space for individual choice,

and  betrays  the  inherent  value  of  urbanism.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evolution,  some  urban  residents  are

deeply trapped in poverty. The occurrence of these poverty appears to be the improper personal choice and

urban policy, but the essence is the reaction of urban changes to urbanism. Urban poverty shows that cities

built  on  the  inequalit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ethnic  groups,  and  classes  cannot  be  the  solution  to  the

poverty problem. The legitimacy of urban anti-poverty lies in the stimulation of the urban self-rectification

mechanism and the restoration of urbanism through the openness and tolerance of space.

Key words:  urban politics, urbanism, urban pov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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